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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域分布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的生
境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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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境分化是群落物种缓解种间竞争压力，实现同域稳定共存的重要途径，是群落生态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 同域动物

的生境分化是空间尺度依赖的生态过程，从不同空间尺度分层研究物种的生境分化，对于全面了解同域动物的共存模式和机

制，以及实现多物种整合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至 ８ 月，在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同域分布的红腹锦鸡

（Ｃｈｒｙｓｏｌｏｐｈｕｓ ｐｉｃｔｕｓ）和红腹角雉（Ｔｒａｇｏｐａｎ ｔｅｍｍｍｉｎｃｋｉｉ）进行了野外调查，基于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和样方法，从宏生境和微生境两个

空间尺度对其生境分化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１）在宏生境尺度，两种雉类的适宜宏生境重叠面积达 ４４．５９ ｋｍ２，分别占红腹锦

鸡和红腹角雉适宜宏生境面积的 ５８．７３％和 ４４．３％，表明二者在宏生境尺度上没有发生明显的种间分化；２）微生境尺度是两种

雉类生境分化的关键尺度，海拔、坡位、最近水源距离和乔木层盖度 ４ 个特征上的显著差异，使二者的微生境发生显著的种间分

化；３）虽然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具有不同的分化程度和方式，但两种雉类在海拔适应性、人为干扰耐受性以及对水源的依赖性上

的差异在两个尺度下表现出了一定的一致性。 此外，基于二者生境需求的异同，提出了控制人为干扰、加强宣传教育、维持自然

植被多样性和镶嵌格局等针对该区域雉类物种共同保护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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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同域动物的共存机制都是群落生态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１］。 根据竞争排斥原理，完全的竞

争者不能共存，同域物种的长期稳定共存建立在种间的生态位分化上［２⁃３］。 在众多的生态维度中，生境分化

是同域动物最为常见和重要的生态位分化形式［４］。 当群落中的不同物种需求相似的限制性资源，对生境的

差异性选择和利用能够降低种间竞争的强度，促进其稳定共存［５］。 动物的生境选择是一个具有层级结构的

生态过程，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会有不同的因子和驱动力来塑造物种的地理分布和栖息地格局［６］。 因此，同
域动物的生境分化可能同样具有空间尺度效应，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体现出不同的分

化模式和程度［７］。 在研究动物同域共存问题时，忽略空间尺度效应会使我们无法全面了解种间关系和生态

位分化，可能导致片面解读物种的共存模式和机制［８⁃９］。
鸡形目（Ｇａｌｌｉｆｏｒｍｅｓ）鸟类是典型的地栖性鸟类，较弱的飞行能力使其绝大部分行为都局限于地面生境，

难以在垂直空间上扩展。 因此，同域鸡形目物种可能面临更为激烈的空间竞争，是检验生境分化的理想类群。
目前，已有一些研究在不同地区探讨了同域鸡形目物种的生境分化，但已有研究大多只集中在微生境［１０⁃１１］ 或

景观［１２⁃１３］等单一空间尺度，缺乏对不同尺度下生境分化差异的关注［１４］，限制了对同域鸡形目鸟类生境分化和

共存机制的全面认识。
红腹锦鸡（Ｃｈｒｙｓｏｌｏｐｈｕｓ ｐｉｃｔｕｓ）和红腹角雉（Ｔｒａｇｏｐａｎ ｔｅｍｍｍｉｎｃｋｉｉ）同属鸡形目雉科（Ｐｈａｓｉａｎｉｄａｅ），都是典

型的山地森林雉类。 红腹锦鸡为我国特有种，仅分布于我国的中部山地海拔 ８００—１６００ ｍ 区域，而红腹角雉

主要分布在海拔 １０００—３５００ ｍ 的中国西南部和印度等地［１５］，并且二者均为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杂食性鸟

类［１６⁃１７］。 高度重叠的地理范围和海拔分布，以及相似的食性，暗示着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具有相似的生境需

求和偏好，同域分布时可能会成为互相的潜在竞争者。 同时，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均为我国二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红腹锦鸡属我国特有物种，因此二者都具有较高的保护价值。 然而，目前关于二者生境的研究大多只

关注单一物种的生境选择和利用［１８⁃１９］，尚无研究探讨二者在同域分布情况下的生境分化模式。 基于此，本研

究针对同域共存的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从宏生境（种群共同占据的大块生境）和微生境（个体家域范围内具

体活动点周围的环境） ［２０］两个空间尺度研究二者的生境分化，旨在（１）分析不同空间尺度下生境选择的种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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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确定其生境分化的主要方式和关键尺度；（２）了解二者生境需求的异同，探讨种间关系，为区域雉类整

合保护提供理论支持。

１　 研究地概况

研究区域位于四川龙门山脉东南部，覆盖了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区域（３１°１０′—３１°
２８′Ｎ，１０３°３８′—１０３°５７′Ｅ），总面积约 ９９１ ｋｍ２。 研究区域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类型，年
均温 １５．６℃，年均降水量 ９３２．５ ｍｍ，年日照仅 ７１１ ｈ，无霜期长达 ２７６ 天。 研究区域地处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

东缘川西高山峡谷过渡地带，地形地貌复杂，地势东南低西北高，海拔跨度超过 ４０００ ｍ（６９３—４８１４ ｍ），植被

垂直带谱明显，生物多样性丰富。 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的地理分布在该区域重叠［２１］，前期访问调查发现两个

物种已长期稳定共存并且均有较大的种群数量。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野外调查

使用样线法调查研究区域内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的分布和生境利用情况。 根据研究区域内植被类型和

地形条件，系统布设了 １５ 条调查样线，样线总长度约 ５５ ｋｍ，海拔跨度 １２００—３２００ ｍ，尽可能穿越多种植被类

型，从而尽量覆盖两种雉类的潜在分布范围。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３ 月、５ 月和 ８ 月分别对样线进行重复调查，当调

查中发现红腹锦鸡或红腹角雉实体或羽毛，记录发现点坐标并建立 １０ ｍ×１０ ｍ 样方，测量并记录反映微生境

食物丰富度、安全性和热量维持三方面特征的 １６ 个环境变量［２２］。 首先在样方中心测定海拔、坡向、坡度、坡
位和最近水源距离等地形数据；然后在 １０ ｍ×１０ ｍ 样方内估测乔木层的盖度、均高和平均胸径；接着将样方

等分为 ４ 个 ５ ｍ×５ ｍ 的灌木样方，测量每一样方内灌木的盖度和高度，以其平均值代表微生境样方的灌木层

特征；最后在每一灌木样方的中心设置 １ ｍ×１ ｍ 的草本样方，测量 ４ 个草本样方内的草本盖度和均高、苔藓

盖度、裸地盖度、岩石盖度和落叶盖度，平均后代表微生境样方的草本层和地表层特征。
当样线调查中听到两个物种的鸣叫时，记录鸣叫发生地点与调查者之间的距离和方向，以及调查者所在

位置的坐标，后期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软件中测算得到鸣叫发生的实际位点。
２．２　 宏生境分析

采用最大熵模型（ＭａｘＥｎｔ）对两种雉类的宏生境进行建模分析。
２．２．１　 物种分布点

在 ４ 次野外调查中，一共获得了 ４６ 个红腹锦鸡记录点和 ３５ 个红腹角雉出现点。 为进一步增加出现点样

本量从而提高模型准确度，将白水河保护区本底调查（红腹锦鸡 １９ 个，红腹角雉 ２７ 个）和红外相机监测（红
腹锦鸡 ２ 个，红腹角雉 ６４ 个）中记录到的物种分布点纳入分析。 为避免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的过度拟合，按最小活动

区原则对分布点进行筛选［２３］。 已有研究表明，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的最小活动区面积分别为（１１．５±３．８）
ｈｍ２ ［２４］和（８．９±０．８） ｈｍ２ ［２５］，分别近似于半径 ２００ ｍ 和 １７０ ｍ 的圆。 在 ＡｒｃＧＩＳ 中以这两个距离作为阈值分别

对两种雉类的所有出现点进行 ｂｕｆｆｅｒ 分析，当多个出现点间的距离小于各自阈值时，随机保留其中一个，其余

删除。 经过筛选，最终保留了 ４７ 个红腹锦鸡出现点和 ７０ 个红腹角雉出现点进入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
２．２．２　 环境变量

根据以往的雉类物种生境研究经验，选择了地形、植被、气候和人为干扰等 ４ 类共 ３１ 个潜在影响红腹锦

鸡和红腹角雉宏生境选择的环境变量作为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的备选变量。
地形变量：下载分辨率 ３０ ｍ×３０ ｍ 的 ＡＳＴＥＲ ＧＤＥＭ Ｖ２ 图层，并提取海拔、坡度和坡向数据。 由于坡向数

据属圆周变量，对其进行实际坡向减 １８０°后取绝对值的处理，以此来反映各栅格对正南阳坡的靠近程度［２６］。
在 ＡｒｃＧＩＳ 中计算河流图层的欧氏距离（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以反映各栅格距离其最近河流的距离。

植被变量：下载研究区域分辨率 ３０ ｍ×３０ ｍ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遥感影像数据，通过 ＥＲＤＡＳ ＩＭＡＧＩＮＥ ９．２ 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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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区域的遥感影像进行非监督分类，选取 ５０％的实地调查点（ｎ ＝ １２７）作为参考点对分类结果进行定义，根据

《中国植被》分类系统将区域内的植被划分为寒温性针叶林、温性针阔混交林、温性针叶林、暖性针叶林、落叶

阔叶林、常绿阔叶林、灌丛及灌草丛、高山流石滩、草甸 ９ 种植被类型，其余地表覆盖划分为滑坡体、农耕地、水
体 ３ 种覆盖类型。 以剩余的 ５０％实地调查点（ｎ ＝ １２７）作为评价点，提取其分类值与实际植被或覆盖类型比

较，结果显示 ７９．５％的评价点的分类结果与实地调查一致，总体分类精度良好［２７］。 下载研究区域分辨率 ２５０
ｍ×２５０ ｍ 的 ＭＯＤ１３Ｑ１ 植被指数 １６ 天合成产品 ２０１７ 年全年数据，提取增强型植被指数（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ＶＩ）。 在 ＡｒｃＧＩＳ 中对全年 ２３ 个 ＥＶＩ 图层进行计算，分别得到年最大 ＥＶＩ、年最小 ＥＶＩ、年均 ＥＶＩ、年
ＥＶＩ 变幅和年 ＥＶＩ 标准差。 ＥＶＩ 衍生变量与植被初级生产力及其季节性变化密切相关［２８］，有助于提高生态

位模型的准确度［２９］。
气候变量：气候对物种的分布、生存和繁殖等都有直接影响［３０］，被广泛用于生态位模型分析。 从

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 数据库下载得到 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 ２． ０ 的 １９ 个生物气候变量（Ｂｉ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３１］，作为备选环境

变量。
人为干扰变量：人类的活动会对动物栖息地产生影响，而居住和交通是最为直接和强烈的两种方式。 因

此，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计算公路和居民点图层的欧氏距离以分别反映各栅格距离其最近公路和居民的距离。
将 ３１ 个环境变量统一重采样为 ３０ ｍ×３０ ｍ 的栅格图层，其中分类变量（植被类型）以最邻近分配法重采

样，其余 ３０ 个连续型变量以双线性插值法重采样，进入后续分析。
２．２．３　 模型过程

为避免环境变量的空间共线性对模型准确性的影响［３２］，对上述 ３１ 个备选环境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当
多个变量间相关系数大于±０．８，仅随机保留其中一个。 最终保留了 １４ 个环境变量进入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海拔、坡
向、坡度、距河流距离、植被类型、年均 ＥＶＩ、年 ＥＶＩ 变幅、等温性（ｂｉｏ３）、温度季节性（ｂｉｏ４）、年温差（ｂｉｏ７）、降
水季节性（ｂｉｏ１５）、最干季降水（ｂｉｏ１７）、距居民点距离和距公路距离。

使用 ＭａｘＥｎｔ ３．３．３ｋ 建立模型［３３］，随机选取 ７５％的出现点作为训练数据集，剩余 ２５％作为检验数据集。
对每个物种分别进行 １０ 次自举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重复以保证模型结果的稳定性。 以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ＲＯＣ）
下的面积（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ｃｕｒｖｅ，ＡＵＣ）对模型结果进行评价，其评判标准为：ＡＵＣ 在 ０．５—０．６ 为失败；０．６—０．７ 为

较差；０．７—０．８ 为一般；０．８—０．９ 为好；０．９—１ 为极好［３４］。
２．２．４　 种间宏生境比较分析

以 １０ 次重复后 ＭａｘＥｎｔ 输出的平均宏生境适宜性指数（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作为最终的模型结果。
根据最大约登指数（Ｙｏｕｄｅｎ’ ｓ ｉｎｄｅｘ）将研究区域内的所有栅格二分类为适宜 ／不适宜宏生境。 最大约登指

数，即敏感性（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和特异性（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取最大值时的阈值，能将模型结果正观察和负观察错误率的平

均值最小化，在仅有物种出现点的模型方法中具有较高的准确性［３５］。 以软件内建的变量贡献分析和响应曲

线来分析各环境变量在模型中的相对重要性及其对物种宏生境适宜性的影响，并比较两种雉类在影响因子重

要性和选择偏好上的异同。
为量化研究区域内两种雉类宏生境的相似程度，使用软件 ＥＮＭＴｏｏｌｓ 基于两种雉类 ＭａｘＥｎｔ 输出的生境适

宜性指数计算两种雉类宏生境生态位重叠指数 Ｄ 和 Ｉ［３６⁃３７］。 重叠指数 Ｄ 和 Ｉ 的取值都从 ０（两者生态位没有

重叠）到 １（两者生态位完全一致）。
２．３　 微生境分析

２．３．１　 变量分级

为了尽可能减小调查人员主观差异导致的测量偏差，将微生境样方调查中人为估算的连续型变量进行分

级处理，具体划分见表 １。
２．３．２　 数据分析

为整合众多微生境变量的共同变化模式，并且克服多重共线性问题，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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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ＣＡ）。 提取特征根（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１ 的成分，保留最大方差法标准旋转后的因

子得分，作为降维后的微生境变量进入后续分析。 用单因素多元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ＭＡＮＯＶＡ）比较两种雉类微生境特征的整体差异。 若 ＭＡＮＯＶＡ 发现两种雉类的微生境存在显著的

整体种间差异，进一步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ＯＶＡ）比较每一微生境特征成分

的种间差异。 为量化两种雉类微生境特征的相似程度，用 Ｍａｕｒｅｒ［３８］ 重叠指数公式计算二者在各成分上的重

叠指数：

α ＝
２ｓ１ｓ２
ｓ２１ ＋ ｓ２２

æ

è
ç

ö

ø
÷

１
２

ｅｘｐ
－ ｄ２

２ ｓ２１ ＋ ｓ２２(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式中，α 即种间微生境特征重叠指数，ｓ１和 ｓ２分别是物种 １ 和 ２ 在给定成分上的标准差，ｄ 是两物种这一成分

平均值差值的绝对值。 采用积模型计算整体微生境特征的种间重叠指数，即计算为所有成分上的重叠指数的

乘积［３８］。 重叠指数的范围从 ０（微生境完全分离）到 １（微生境完全重叠） ［３９］。

表 １　 微生境变量等级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ｔｏ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等级划分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坡位 Ｓｌｏｐ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沟谷 下 中 上 山脊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０—５ ６—２０ ２１—３０ ３１—４０ ＞４０

距水源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ｍ ０—５０ ５１—１００ ＞１００

乔木均高 Ｍｅａｎ ｔｒｅｅ ｈｅｉｇｈｔ ／ ｍ 无 ５—９ １０—１９ ２０—２９ ＞３０

乔木盖度 Ｔｒｅ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 无 ０—２４ ２５—４９ ５０—７４ ７５—１００

乔木胸径 Ｔｒｅ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 ｃｍ 无 ０—１０ １１—２０ ２１—３０ ＞３１

灌木均高 Ｍｅａｎ ｓｈｒｕｂ ｈｅｉｇｈｔ ／ ｍ 无 ０—１ １—２ ２—３ ３—４ ４—５

灌木盖度 Ｓｈｒｕｂ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 无 ０—２４ ２５—４９ ５０—７４ ７５—１００

草本均高 Ｍｅａｎ ｈｅｒｂ ｈｅｉｇｈｔ ／ ｍ 无 ０—５ ６—１０ １１—１５ １６—２０ ＞２０

草本盖度 Ｈｅｒｂ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 无 ０—２４ ２５—４９ ５０—７４ ７５—１００

苔藓盖度 Ｍｏｓｓ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 无 ０—１０ １１—２０ ２１—３０ ３１—４０ ＞４１

裸地盖度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 无 ０—１０ １１—２０ ２１—３０ ３１—４０ ＞４１

岩石盖度 Ｒｏｃｋ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 无 ０—１０ １１—２０ ２１—３０ ３１—４０ ＞４１

落叶盖度 Ｌｉｔｔｅｒ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 无 ０—２４ ２５—４９ ５０—７４ ７５—１００

统计分析中除特别说明外，结果以平均值±标准误显示，视 Ｐ＜０．０５ 为统计显著。

３　 结果

３．１　 宏生境

在 １０ 次重复后得到两种雉类的模型 ＲＯＣ 曲线验证结果：红腹锦鸡训练 ＡＵＣ ＝ ０．９７２，验证 ＡＵＣ ＝ ０．９５０，
红腹角雉训练 ＡＵＣ＝ ０．９５５，验证 ＡＵＣ＝ ０．９２７，表明两种雉类的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结果均达到极好水平，能够较准确

预测两种雉类的宏生境适宜性。
３．１．１　 宏生境适宜性影响因子

变量贡献性分析显示，等温性、距居民点距离、最干季降水、植被类型和距河流距离是影响红腹锦鸡宏生

境适宜性的主要环境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 ７５．７％；而红腹角雉则有所不同，其最主要的影响因子是等温性和

最干季降水，降水季节性次之，累计贡献率达 ７６．４％（表 ２）。
等温性和最干季降水是两种雉类共同的重要影响因子，并且环境变量响应曲线显示它们对两种雉类宏生

境适宜性有相似的影响：两种雉类都偏好等温性较高的区域，在等温性约 ３９—４０ 时达到适宜性峰值；两种雉

类都偏好最干季降水量大的区域，并且适宜性都在 ３９ ｍｍ 左右达到峰值。 而对于其他的重要环境因子，两种

５　 ５ 期 　 　 　 夏珊珊　 等：同域分布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的生境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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雉类表现出了一定的种间差异：红腹角雉比红腹锦鸡更加倾向于选择远离居民点的生境，两者分别在距居民

点 １８００ ｍ 和 １０００ ｍ 时达到最大适宜性；红腹锦鸡主要选择落叶阔叶林、暖性针叶林、温性针阔混交林和农耕

地，而红腹角雉则偏好更多类型的植被，包括温性针叶林、落叶阔叶林、灌丛及灌草丛、温性针阔混交林和常绿

阔叶林；虽然二者都倾向于选择靠近河流的生境，但红腹锦鸡受距河流距离的影响更为显著，其宏生境适宜性

随着远离河流快速下降；红腹角雉偏好降水季节性较低的生境，其宏生境适宜性在 ７４ 左右最高，红腹锦鸡的

适宜性峰值则出现于 ８１ 左右（图 １）。

表 ２　 宏生境影响因子贡献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环境变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红腹锦鸡
Ｇｏｌｄｅｎ Ｐｈｅａｓａｎｔ

贡献性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

红腹角雉
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ｓ Ｔｒａｇｏｐａｎ

贡献性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

等温性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ｔｙ ３６．８ ３５．６

距居民点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１３．２ １．５

最干季降水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ｉｅ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 １１．１ ３５．４

植被类型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９．６ ４．１

距河流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ｉｖｅｒ ５．０ １．７

增强型植被指数年变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４．４ ２．８

坡向 Ａｓｐｅｃｔ ４．０ ２．８

年温差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ａｎｇｅ ３．８ ２．８

温度季节性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３．１ ２．４

降水季节性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３．０ ５．４

距公路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ｏａｄ ２．２ ２．１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２．０ １．０

年均增强型植被指数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１．７ １．７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０．２ ０．６

３．１．２　 宏生境空间分布

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的最大约登指数分别为 ０．２４５ 和 ０．２４７，据此将两种雉类的模型结果二

分类为适宜 ／非适宜宏生境（图 ２）。 在研究区域内，红腹锦鸡的适宜宏生境面积为 ７５．９２ ｋｍ２，占研究区域总

面积的 ７．７％，其中 ３９．３５ ｋｍ２位于白水河保护区内，占保护区面积的 １１．８％；红腹角雉适宜宏生境面积 １００．６０
ｋｍ２，占研究区域总面积的 １０．２％，其中 ７０．５０ ｋｍ２位于白水河保护区内，占保护区面积的 ２３．４％。 从空间分布

上来看，两种雉类的适宜宏生境都依龙门山脉山势，呈条带状沿东北－西南走向分布于白水河保护区的东南

边界两侧，并且存在较大面积的相互重叠，重叠面积达 ４４．５９ ｋｍ２，分别占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适宜宏生境面

积的 ５８．７３％和 ４４．３％。 虽然如此，红腹角雉的适宜宏生境分布更靠西北，即沿山势海拔更高的区域，而红腹

锦鸡的宏生境则主要分布在海拔稍低的东南部，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平移。 同时，两者之间宏生境重叠指数

也较高：Ｄ ＝ ０．５７８，Ｉ ＝ ０．８３５，表明两种雉类的适宜宏生境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３．２　 微生境

野外调查中共发现并记录红腹锦鸡微生境样方 ３２ 个，红腹角雉微生境样方 ３４ 个。
３．２．１　 主成分分析

对野外获得的所有微生境利用样方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前 ５ 个成分的特征根＞１，累计贡献率达

到 ６２％，基本能够解释两种雉类微生境特征的变化模式。 其中，成分 １ 与海拔、坡位、最近水源距离正相关，与
乔木层盖度负相关；成分 ２ 表示了更大的灌木层均高和盖度，而与乔木平均胸径和落叶盖度负相关；成分 ３ 反

映了更发达的草本层和更高的裸地盖度；成分 ４ 反映了更靠阴坡的坡向，更大的坡度和更大的苔藓盖度；成分

５ 与乔木层均高和平均胸径正相关，与岩石盖度负相关（表 ３）。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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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宏生境适宜性对重要环境因子的响应曲线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ｌｄｅｎ Ｐｈｅａｓａｎｔ ａｎｄ 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ｓ Ｔｒａｇｏｐａｎ ｔ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表 ３　 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微生境变量主成分分析因子载荷

Ｔａｂｌｅ ３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ｏｌｄｅｎ Ｐｈｅａｓａｎｔ ａｎｄ 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ｓ Ｔｒａｇｏｐａｎ ｉ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微生境变量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成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１ ２ ３ ４ ５

海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０．７６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２５ －０．２９

坡向 Ａｓｐｅｃｔ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２６ ０．６２ ０．０７

坡位 Ｓｌｏｐ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０．８２ ０．２１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１４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３５ ０．７０ －０．２３

最近水源距离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０．７３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２１ ０．０８

乔木层均高 Ｍｅａｎ ｔｒｅｅ ｈｅｉｇｈｔ －０．２３ ０．０５ －０．１１ ０．３５ ０．７１

乔木层盖度 Ｔｒｅ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６３ －０．３６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３６

乔木层平均胸径 Ｍｅａｎ ｔｒｅ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ｔ ｂｒｅａｓｔ ｈｅｉｇｈｔ ０．０２ －０．６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５５

灌木层均高 Ｍｅａｎ ｓｈｒｕｂ ｈｅｉｇｈｔ ０．３２ ０．７６ －０．１５ ０．０６ －０．０５

灌木层盖度 Ｓｈｒｕｂ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３３ ０．５７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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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微生境变量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成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１ ２ ３ ４ ５

草本层均高 Ｍｅａｎ ｈｅｒｂ ｈｅｉｇｈｔ －０．０５ ０．２０ ０．７７ ０．０５ ０．１４

草本层盖度 Ｈｅｒｂ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７９ －０．１９ ０．０４

苔藓盖度 Ｍｏｓｓ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６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７０ －０．１６

裸地盖度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４１ －０．３２ －０．２６

岩石盖度 Ｒｏｃｋ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１６ ０．１５ －０．６８

落叶盖度 Ｌｉｔｔｅｒ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８ －０．６８ －０．２８ ０．１２ －０．１０

特征根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３．３９ ２．２４ １．７３ １．４８ １．１７

解释方差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２１．１８ １３．９９ １０．７８ ９．２３ ７．３３

累计解释方差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 ２１．１８ ３５．１８ ４５．９６ ５５．１９ ６２．５３

图 ２　 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适宜宏生境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ｍａ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ｌｄｅｎ Ｐｈｅａｓａｎｔ ａｎｄ 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ｓ Ｔｒａｇｏｐａｎ

３．２．２　 微生境种间比较

ＭＡＮＯＶＡ 显示，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的微生境特征存在着显著的种间差异（Ｗｉｌｋｓ′ λ＝ ０．６４１，Ｆ ＝ ６．７１７，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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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１）。 进一步的 ＡＮＯＶＡ 显示，红腹锦鸡的成分 １ 显著小于红腹角雉，其余成分没有显著的种间差异（表
４）。 根据主成分分析的因子载荷，红腹锦鸡微生境的海拔和坡位低于红腹角雉，更加靠近水源并且有更高的

乔木盖度（表 ３）。 Ｍａｕｒｅｒ 重叠指数的计算显示，两种雉类的整体重叠指数较低，仅为 ０．５２３，其中成分 １ 上的

重叠最小，而在其他成分上两种都有极高的相似性（表 ４）。

表 ４　 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微生境成分单因素方差分析及重叠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ＮＯＶＡ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ｏｌｄｅｎ Ｐｈｅａｓａｎｔ ａｎｄ 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ｓ Ｔｒａｇｏｐａｎ

成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均值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单因素方差分析
ＡＮＯＶＡ

重叠指数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ｉｎｄｅｘ

红腹锦鸡
Ｇｏｌｄｅｎ Ｐｈｅａｓａｎｔ

红腹角雉
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ｓ Ｔｒａｇｏｐａｎ Ｆ Ｐ α

成分 １ －０．５５６±０．１５５ ０．５２３±０．１４０ ２６．７９４ ＜０．００１ ０．６６６

成分 ２ ０．００５±０．１６３ －０．００５±０．１８６ ０．００２ ０．９６６ ０．９９４

成分 ３ ０．１１７±０．１５３ －０．１１０±０．１９１ ０．８４１ ０．３６３ ０．９７２

成分 ４ ０．１３１±０．１２１ －０．１２３±０．２１０ １．０６９ ０．３０５ ０．９０８

成分 ５ ０．１９０±０．１２１ －０．１７８±０．２０７ ２．２７７ ０．１３６ ０．８９５

４　 讨论

生境分化是同域分布近缘物种间生态位分化最为普遍和重要的形式， 它能够降低物种对空间和其他环

境资源的种间竞争，从而促进近缘物种的相互共存［４０］。 本研究从宏生境和微生境两个空间尺度，对同域分布

的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的生境分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其生境分化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表现出不同的分化

程度和方式，但又兼具一定的一致性。
宏生境尺度上，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适宜宏生境的空间分布存在大面积的相互重叠（图 ２），并且有非常

高的宏生境重叠指数［４１⁃４２］，表明二者在宏生境尺度上没有发生明显的种间分化。 高度重叠的宏生境主要是

由于等温性和最干季降水是影响两种雉类生境适宜性的共同重要因子，并且两种雉类对其具有相似的选择性

（图 ２）。 这与刘小斌［４３］的研究结果相似，其基于红外相机的监测结果显示这两种雉类的活动温度范围具有

相同的趋势。 然而，两种雉类对其他重要影响因子则有不同的响应模式，并且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两个物种对不同海拔带的适应性：红腹锦鸡对来自居民点的人为干扰耐受性更高，更加依赖河流，并且对农耕

地生境有一定的利用，使得红腹锦鸡更加适应于居民点、农耕地和河流都更密集的低海拔带；而红腹角雉更加

回避居民点，偏好更低的降水季节性，并且能够选择分布于高海拔的灌丛及灌草丛生境，所以这一物种更适应

于人为干扰较少，年降水量较为稳定的亚高山带。 这些差异使得红腹锦鸡与红腹角雉的适宜宏生境在空间分

布上发生了一定的分离，即红腹角雉的宏生境沿山势分布于比红腹锦鸡海拔更高的区域（图 ２），这与两种雉

类自身的分布海拔差异相一致［１５］。 这种同域分布物种间不同的资源响应与选择策略，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物

种空间分布上的重叠，从而减轻种间竞争强度［４４］。
在微生境尺度上，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在海拔、坡位、最近水源距离和乔木层盖度等微生境特征上表现出

了显著的种间差异，表明了两者微生境的显著分化。 海拔变化是影响野生动物垂直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４５］，
红腹角雉利用微生境的海拔高度显著高于红腹锦鸡，与二者在宏生境尺度上的空间分离相一致，同样表明了

两个物种对不同海拔带的适应性。 红腹锦鸡的利用微生境比红腹角雉更加靠近水源，这也与宏生境尺度的分

析一致，进一步表明了水源在红腹锦鸡生境选择中的重要性。 相比之下，而红腹角雉能够在更远离水源的微

生境生活，可能是由于白水河保护区内降雨丰富，红腹角雉能够从雨水或植物中获取足够的水分。 红腹锦鸡

微生境的坡位低于红腹角雉，与李宏群［４６］和丛培昊［４７］分别对红腹锦鸡（偏好下坡位）和红腹角雉（偏好上坡

位）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与二者对海拔的不同选择和对水源不同程度的依赖有关。 此外，红腹锦鸡比红腹角

雉偏好乔木层盖度更高的微生境，这主要是因为红腹锦鸡只活动于乔木层发达的森林之中，而红腹角雉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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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森林生境的同时，还会利用乔木层稀疏的灌丛及灌草丛生境，导致了两者微生境乔木层盖度的差异。 对这

些微生境变量的差异性利用，塑造了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间分化显著的微生境利用模式，进一步缓解了两者

对相同资源的种间竞争，是其生境分化的关键尺度，使两个物种即使在高度重叠的宏生境之内也能实现稳定

共存。
雉类在维持生态系统稳定和生物多样性保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生存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

为反映当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有效指标［４８］。 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均为我国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腹

锦鸡属我国特有物种，因此二者都具有较高的保护价值。 本研究发现，两种雉类虽然在宏生境上重叠程度较

大，但其微生境的利用存在显著的种间分化，使其能够分享共同栖息地内的有限资源而无强烈的种间竞争关

系。 因此，对于其中某一物种的保护管理不会对另一物种造成负面影响［１１，４９］。 从宏生境的空间分布来看，研
究区域内两种雉类的大部分适宜宏生境已处于由白水河及相邻的龙溪－虹口和九顶山保护区形成的保护网

络当中，得到了良好的保护。 但仍有小部分的适宜宏生境坐落于保护区外，建议未来对这些适宜宏生境斑块

增加关注和监测，使生存其中的雉类种群得到有效保护。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种雉类对宏生境和微生境的需

求存在一些异同，能够为未来的生境管理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首先，虽然响应程度不同，但两种雉类的宏生

境选择都倾向于远离居民点，暗示了人为干扰对于雉类而言是一种消极影响。 而在调查中发现，白水河保护

区内及周边旅游区域多且客流量大，同时当地社区百姓在夏季有进山采药的传统，这些活动都对雉类种群及

其生境带来了直接干扰。 因此，建议一方面通过严格控制进山人数，合理设计旅游区域等手段，尽可能减少人

为干扰的强度；另一方面，加强对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及进山旅游人群的宣传教育，普及法律法规，尽量降低

盗猎、拾卵和垃圾污染等的可能性。 其次，虽然两种雉类都偏好针阔混交林、常绿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林，但是

对于其他植被类型的选择则存在差异，并且二者对微生境乔木层盖度的偏好也有不同。 因此，对两种雉类生

境的管理中，除了应重点保护其共同需求的自然植被外，还应注意维持植被类型的多样性和镶嵌格局，在恢复

栖息地时需避免单一树种的人工造林。 此外，白水河保护区的南部，有零星的适宜宏生境与龙溪－虹口保护

区的灯草坪区域相连接，而在北部，也有一定的适宜宏生境延伸至九顶山保护区内。 这些相互连通的生境可

能为两种雉类在不同保护区之间的扩散和迁移提供了廊道，在未来的管理中应重点保护，避免生境破碎化的

发生。
本研究探讨了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两种典型山地森林雉类在宏生境和微生境尺度的分化程度和方式，初

步揭示了其同域共存的模式。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数据获取测定和获取的难度性，本研究依然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 首先，宏生境建模所使用的 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 数据虽然是目前全球广泛使用的气象数据图层，但在龙门

山脉这种山峰沟谷交错，海拔落差较大的山区，其 １×１ ｋｍ 的空间分辨率难以准确反映微气候的快速变化，存
在一定局限性。 另一方面，本研究虽然揭示了两种雉类全年的整体生境分化模式，但雉类物种的生境选择和

利用通常存在季节性变化［５０］，其生境分化可能也因此存在季节性，然而囿于有限的数据量，本研究未分季节

进行生境分化的探讨，也是一点遗憾。 因此，建议在未来通过开展更多调查，积累充足的物种生境利用数据，
对两种雉类不同季节的生境分化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进一步揭示其同域共存模式的潜在季节性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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